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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张懿 （西方经济学专业  020022）

一、内容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林伯强的《如何评价乡镇企业对中国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的影响：基于20世纪90年代一个实地考察的分析》一文的解读，来精简地阐述乡镇企业和农业发展的关系。上文作者通过收集的相关充足的证据，运用了Feder的两要素增长模型，对乡镇企业和农业部门两者的关系做了定量的分析。最后得出如是结论：1978年至1990年中国乡镇企业的扩张通过正的外在性影响支持了农业增长,但“要素贡献”并不明显。相反,存在着一种不利于农业部门的“负激励效应”中国当前的土地政策和现有的价格扭曲可能要对这一“负激励效应”负责。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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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镇企业发展简介

乡镇企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迅猛崛起的新生事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有生力量。数十年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乡镇企业在中国的崛起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又改变着中国的国情，它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又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是中国工业化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今天，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它不仅促进和支持了农村经济的振兴与繁荣，而且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演变和优化，并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农业劳动力，成为现阶段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我们知道，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摆脱了以前的种种束缚，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大幅度下降及农业经济所贡献的国民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比例的大幅度下降。然而，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其他国家成功的增长经验。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农村经济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呈现上升的局面。当然，推动农村经济上升的因素，并非被人们视为传统产业的农业，而是非农业占98%以上的乡镇企业。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预报统计，2003年乡镇企业将实现增加值36600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工业增加值25960亿元，同比增长14%；营业收入146000亿元，同比增长12.6%；出口交货值13870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利润8550亿元，同比增长13.2%；上交税金2700亿元，同比增长15.1%；支付劳动者报酬9000亿元，同比增长5.5%；从业人员年末数达135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2万人。各项经济指标是近5年来最好的。同时，在中国，虽然工业增长相当迅速、工业部门资本形成的数额也非常大，但一直没有大量从农村转移出人口。这正是因为自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为那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
三、乡镇企业对中国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的影响

林伯强将理论界中存在的乡镇企业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概括为两点，一是外在性贡献，一是要素性贡献。要素性贡献是指乡镇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有利因素来促进农业增长：1乡镇企业的扩张可以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平均收入和农业价格,从而激励农业生产；2由于乡镇企业位于农村,可以由于较低的运输成本(在中国,运输成本通常是成本的主要部分)而以较低的价格为农业提供一系列产品和服务；3乡镇企业可以为农业提供有效的管理和新的生产技术,并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培训。“要素贡献”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为了平衡乡镇企业和农业的收益,1979年7月中国政府制定了“以工补农”和“以工建农”的政策,将乡镇企业的部分利润或税收款重新配置给农业部门；2乡镇企业扩张和农业收入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较高的农业收入可导致更多的资金用于农业和其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那么，农业增长究竟会不会因为受到“外在性贡献”和“要素性贡献”而和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保持同步的趋势呢？林伯强对此提出了质疑，因为从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量以8.4%的年率增长,但1985～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4.5%。1984年以后,中国粮食生产进入一个停滞期,直到1990年才又出现了一个丰收年。在1990年这一粮食产量创纪录的丰收年里,按人口平均的谷物产量也仅与1984年持平。在1990年以前的5年时间里土地生产力一直停留在1984年的水平上。由此可以看出,从1978年至1990年,乡镇企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增长趋势差别很大。

为了探究这种和常规预期不相符合的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同时也为了对某些论题进行解析。林伯强集中讨论自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以来至1990年,中国乡镇企业迅速扩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他将农村经济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子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

并假设这两个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力不同,基于Feder的两要素增长模型形成了一个分析框架,同时运用生产函数研究对这一分析做出进一步的补充。他所使用的数据是1980年至1990年间福建省10个县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最终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两点：

1．外部性贡献

结论一，1978-1990年乡镇企业的扩张通过正的外部性支持了农业增长。

农村经济可以看作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构成：乡镇企业部门(Ｅ)和农业部门(Ａ)。每个部门的产出都是配置到这一部门的要素的函数。

乡镇企业部门由小规模的集体企业和私人企业组成,其工人来自于农村人口。它遵循下面描述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技术：

Ｅ=Ｇ(Ｋｅ,Ｌｅ,Ｘｅ)    

其中,Ｋｅ是指固定资本,Ｌｅ是指劳动力投入,Ｘｅ是指其经常性投入。

农业部门的产出取决于其投入和乡镇企业的产出,可以用这一产出来估计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外在性影响:Ａ=Ｈ(Ｆａ,Ｍａ,Ｒａ,Ｌａ,Ｅ)      

其中,Ｌａ指农业劳动力,Ｆａ指可变投入(肥料),Ｍａ指农业机械,Ｒａ指土地。

农村生产总值用Ｙ表示,即Ｙ=Ａ+Ｅ,因此：

Ｙ=Ｈ(Ｆａ,Ｍａ,Ｒａ,Ｌａ,Ｅ)+Ｇ(Ｋｅ,Ｌｅ,Ｘｅ)       

为了对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进行估计,假设两部门各自的劳动边际要素生产率以系数μ偏离于1,即:

Ｇl=(1+μ)Ｈ1    
为了提供有关剩余劳动力状况的证据,进一步假设在一给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农村部门每个劳动力的平均产出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Ｈ1=τ(Ｙ/Ｌ)        

经过简单的替代和运算，我们可以得到：

△Ｙ/Ｙ=Ｈｆ△Ｆａ/Ｙ+Ｈｍ△Ｍａ/Ｙ+Ｈｒ△Ｒａ/Ｙ+β△Ｘｅ/Ｙ+σ△Ｋｅ/Ｙ+

τ△Ｌ/Ｌ　+[Ｈｅ+μ/(1+μ)]( △Ｅ·/Ｅ)Ｅ/Ｙ      A
其中,Ｋ·表示乡镇企业部门的投资,是乡镇企业部门经常性投入的变化。Ｌ·=Ｌe·+Ｌa·是指部门劳动力变化的总和。

为了将Ｈｅ+μ/(1+μ)项分解,假定乡镇企业以不变的弹性影响农业生产,即:Ａ

=Ｈ(Ｆａ,Ｍａ,Ｒａ,Ｌａ,Ｅ)=ＥθＶ(Ｆａ,Ｍａ,Ｒａ,Ｌａ)  其中,θ是一个参数。这个假设以为着乡镇企业对农业部门的外在性，利用这个假设,重新排列等式可以得到:

△Ｙ/Ｙ=Ｈｆ△Ｆａ/Ｙ+Ｈｍ△Ｍａ/Ｙ+Ｈｒ△Ｒａ/Ｙ+β△Ｘｅ/Ｙ+σ△Ｋｅ/Ｙ+

τ△Ｌ/Ｌ　+[μ/(1+μ)-θ]( △Ｅ·/Ｅ)Ｅ/Ｙ+θ△Ｅ·/Ｅ      B

林伯强在文章中把等式A和B以及传统的新古典模型分别作了回归分析，这三个等式的区别主要是在于，传统的新古典模型中，μ和θ都是等于0的， 也就是说农村总产量的增长仅仅由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来描述，等式A则是考虑了两个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因为农村中尚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以及国家的政策偏移，使得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要比农业部门高的。而等式B是在A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外部性的影响，即参数θ。

   模型中所用到的数据是1980-1990年间福建省龙溪地区10个县的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经过计算后，林伯强发现结果显示的是等式B比等式A传统的新古典模型更加显著。也就是说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以及生产的外部性是更倾向于存在并且发挥作用的。林伯强将总的结果归纳如下：

（1）通过与可能是错误设定的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实质性比较，B增强了解释能力，当模型在考虑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以及外部性之后，调整后的决定系数也就更大了。

（2）与劳动力增长相关的系数与0没有显著的区别，也就是意味着农业总劳动力的变化并不影响农业总产出的变化。

（3）θ的估计值为0.147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也就是说部门之间的外在性是存在的，而且是正的外在性。表示在这一时期内在没有利用其它农业资源的前提下，乡镇企业的发展会导致农业产量增加。

（4）μ为1.632，也就是表明在这个时期，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农业部门的2.6倍，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这在现实中也得到了证实，在那一段时期，有统计数据表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大约就是农民收入的2到3倍，所以劳动力会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乡镇企业转移。

（5）林伯强用ＴＭＰＬｅ表示由边际劳动力增长而引起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 经过一系列运算后，得出ＴＭＰＬｅ的数值是正的，从而得出劳动力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再配置会使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因此,由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1980到1990这段时间中乡镇企业的扩张的确通过正的外部性支持了农业增长，这种结论与人们的预期效果是基本一致的。

2．负激励效应

结论二乡镇企业的增长还存在不利于农业部门的“非激励效应”
林伯强虽然得出了上述的乡镇企业增长通过外在性影响正方向地促进了农业的增长，但在同时也得到了一个与之截然对立的结论。那就是乡镇企业的快速扩张还有不利于农业增长的一面，这种不利的影响林伯强将之定义为“负激励效应”。

在回归结果中 ，系数(σ)显著不为零,这说明乡镇企业资本量的变化并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变化。很明显dＥ/dＫｅ>0。定义Ｙ=Ａ(Ｅ)+Ｅ,dＹ/dＫｅ=dＡ/dＫｅ+dＥ/dＫｅ,为了得到dＹ/dＫｅ=0,dＡ/dＫｅ必须为负而且等于dＥ/dＫｅ。因为负的dＡ/dＫ意味着由于农业激励扭曲导致乡镇企业出现了“过度”投资,dＡ/dＫｅ=-dＥ/dＫｅ项被称为不利于农业的“负激励效应”。
林伯强根据对两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估计，通过时间虚拟变量的引入以及对相关变量的对数化后，，比较准确地估计到了负激励效应的大小。为了综合反应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发展的总影响，林伯强定义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部门的净影响(ＮＩＰ)为:

ＮＩＰｉｊ=[(Ｈｅ)ｉｊ+dＡｉｊ/d(Ｋｅ)ｉｊ

其中，脚注i表示地区，j表示时间。(Ｈｅ)ｉｊ反映的是部门间的外在性的影响，也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通过外在性对农业部门发展的影响；dＡｉｊ/d(Ｋｅ)ｉｊ反映的是负激励效应的影响，其值是非正的，表示乡镇企业的负激励作用对农业部门发展的影响。如果ＮＩＰ<0,意味着“负激励效应”大于部门之间的外在性影响，反之则反之。

根据分析，林伯强测算出在1979-1990年间ＮＩＰ的平均值为-0.054，也就是在这10年中，乡镇企业的产出每上升10%，就会导致农业部门产出下降0.54%。

结果表明，在这10年间，负激励效应还是相当明显的。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农村地区实际增长特征的支持。他通过下张纸的效率比较表的内容更近一步地验证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乡镇企业的发展只通过正的外在性对农业部门影响的话，那么在同一时期内，乡镇企业效率比较好的县，其农业部门的效率也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对这张表中的效率排明做回归分析的话，其相关系数是-0.115，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年份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年份中农业部门的发展也不错。客观条件，比如灌溉系统，气候和土壤质量并不是影响农业排名的唯一因素。举例说明，通过调查，芗城和东山县的农业自然条件在我们所选择的10个县中是首屈一指的，但在农业效率上，他们的农业排名都是相当靠后的，但是相反他们的乡镇企业排名却很靠前，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段时期内“负激励效应”的存在。

县模型中两部门的(效率)排名比较

县    乡镇企业部门   排名   农业部门    排名

芗城  0.638(3.983)    2    7.788(4.376)    8

龙海  0.024(0.112)    1    0.827(12.35)   2

云霄  -0.326(-3.498)  6    0.394(8.339)   5

漳浦  -0.150(-1.340)  5    0.179(3.813)   7

诏安  -0.520(-3.790)   9   0.732(10.76)   3

长泰  -0.380(-4.990)   7   0.868(11.11)   1

东山  -0.100(-1.368)  3   -0.100(-2.970)  10

南靖  -0.131(-1.891)  4    0.385(3.368)   6

平和  -0.424(-4.997)   8   0.521(3.884)   4

华安  -0.681(-6.659)  10 -0.050(-1.000)   9　

注:括号中的数值是ｔ值，且回归参数基本上都是很显著的。

（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
林伯强将这种有违人们预期乡镇企业和农业部门可以协调成长和发展的“负激励效应”解释为乡镇企业在扩张的过程中过多地征用了农业发展的资本量。这种“过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数量上。从相关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农民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投资在1985年以后开始显著下降。同时，自1984年以来，乡镇企业的投资始终比其上年的利润多20-50%。但是，1990年农民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投资只有1984年的64%。这一点说明了乡镇企业对农业的要素性贡献是不明显的。即使乡镇企业把他们的大量利润用于支持农业的发展，但在资金直接到了农民手中后。农民并没有太多的动力去投资见效慢，回报率低的传统农业的生产。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导向的作用，农村可用的资源受到利益驱使，大部分都流向了汇报率相对较高的乡镇企业。

其次，如果说乡镇企业发展的动因和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可以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和廉价劳动力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乡镇企业的投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一开始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传统的农业生产部门服务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渐渐地，受利润导向，乡镇企业的投资模式在不断地向资本密集型转移，同时也以农业投入为导向的生产项目转向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项目。在这一时期,两种乡镇企业的主要农用物资产品都在呈现下降趋势:氮肥下降了27%,农用机械平均下降了50%。由于运输业的落后和商业体制的僵化,农业生产严重依赖于乡镇企业为满足其直接需求而对农业所进行的低成本投入。乡镇企业投资模式的这两个变化其结果是农民不得不进城去找农业生产所需的投入,由于运输系统的落后,这是一个加重成本的选择。生产的转移增加了生产成本,减少了农业收入,从而也降低了投资于农业的积极性。

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由于对乡镇企业的“过度”投资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农业的低生产率并不是由于缺少资本,而是因为农业缺少生产性的投资机会。造成这一短缺有多种原因,林伯强认为制度结构、市场的不完善及政策制定者的偏好等方面是导致这种不利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负激励效应”的最主要原因。具体来说一是存在着歧视农业的价格结构,造成价格扭曲;二是不让农民拥有永久土地所有权,从而阻碍农民对土地长期投资的现行土地政策。

四、点评林伯强的主要论点

    在文章的最后，林伯强得到了以下几个论点：

1.乡镇企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是农业部门的2.6倍,因此,劳动力从农业向乡镇企业流动不仅有助于缓解过度拥挤的城市的移民压力,而且也会促进农业的增长。这个观点我也是认同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一样，必然是朝着生产力更高的地方转移。同时，在一段时期内，农村大量的闲置劳动力长期存在，为了社会安定，也必须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无疑提供这个好条件，它可以让众多农民“离土不离乡”，既满足了农民生活在熟悉的环境的需要，也解决了大量闲置人口的问题。因而，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大力扶持。

2乡镇企业部门对农业有正外在性影响。乡镇企业1978～1990年的迅速扩张吸收了“过度的”资本投资,留给农业的投资非常少。由于“过度”投资是农业激励扭曲的结果,它又被称为不利于农业的“负激励效应”。平均而言,在这一段时期内,这种“负激励效应”大于正外在性影响;乡镇企业产出增长10%会使得农业产出下降0.54%。这种观点也是很有道理的，毕竟事物的发展都是双方面的。但是我觉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虽然在总体上对农业发展有一点小小的副作用，但是，它使得广大农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农民从传统的农业耕作方面得到的收入可能是在减少。

3 1984年以后农业发展放慢至少要部分归因于对乡镇企业的“过度”投资。价格扭曲、土地所有权的暂时性和鼓励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信贷政策等恶化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导致农业生产者远离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尽管存在乡镇企业对农业的外在性贡献和要素贡献,但是在这一时期,那些在发展乡镇企业上有着较高效率从而乡镇企业增长速度较快的县,其农业生产效率排名和增长速度似乎并不高。同时，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中存在失业和人口拥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以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城市失业和人口压力。乡镇企业的扩张对于农村经济增长来说是必要的条件,但却不是充分的条件。因为如果存在着对于农业激励的扭曲,就不能保证“负激励效应”小于正外在性影响。如果价格扭曲和源于临时性土地所有权的激励扭曲被减小或是被消除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发展将会是农业增长的源泉。

在新时期，我觉得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上。不论传统的农业再怎么发展，它上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对粮食的需求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了。作为一个传统的产业，农业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了。同时，农业的发展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还是要扩张他们的收入渠道，解决劳动力闲置的问题。我们要统筹规划，合理地安排一部分人留守在农村，从事传统的农业耕作。与此同时，我们要大力加强城市中制造业的发展，大量地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来，鼓励农民工进城参加建设。这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也是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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